
移民政策的回归及其分析维度的建构
———一项以国际移民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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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民研究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在有关国际移民的分析中，世界体系的不平等、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移民的社会网络等概念框架已进入移民理论的核心，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

主流范式，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移民输入国的宏观政策对于移民取向、规模和社会融入的影响。因

此，应当把移民政策作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中心，以制度主义为切入口，一方面以一种历史－比较的

视角处理移民输入国的移民政策的演变轨迹以及各个国家移民政策的相似或差异；另一方面考察

移民准入政策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移民进入目的地国并且实现社会融入等的限制，以及

移民与制度环境在互动过程中的各种因果关系，进而建构出移民政策的分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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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跨国公司成

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一个日益开放的

流动性社会正在生长，进而在政治、经济以

及文化等诸方面呈现出全球化的特质。其实，与其

他任何形式的全球化相比，人口迁移的全球化或许

会显得更为普遍①。自１５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大

规模移民大致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１５００年至

１８００年，移民以非洲黑人奴隶为主，是殖民扩张的

结果；第二次是欧美工业化时期，主要从欧洲迁移到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地；第三次与两

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有关，人口流

动空前增加；第四次移民受到战后经济发展与全球

化的影响，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延续至今。与前三次

相比，第四次的移民真正具有全球的意味，人口迁移

和流动的频率与规模达到历史新高，并且几乎世界

上所有国家都同时成为移民的目的地国、原籍国和

过境国。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全球移民报告２０１１》显

示，２０１０年全球的国际移民人数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５５

亿人增至约２．１４亿人。如果再考虑到未来数十年

世界各地人口的构成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社会

性结构因素的话，全球人口流动的规模将继续扩大，

预计到２０５０年，全世界将有望达到４．０５亿的国际

移民。并且，在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１０年之间，较发达的

“北方”地区移民数量增长４６００万，而“南方”的移民

人口增长１３００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委员会

估计的数字表明，“北方”国家国际移民数量的增加

主要是来自“南方”的移民。相关数据显示，在１９９０

年至２０１０年的二十年间，“南方”国家的“北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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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数量（南－北移民）几乎翻番，从１９９０年的

４０００万人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７４００万人，占北方移民

增长的７５％，而南－南移民在全球移民中比例从

１９９０年的３９％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４％①。从总体上

来看，２０１０年南－南移民人数大约是７３００万。据

测算，全世界有近６０％的国际移民生活在较发达的

“北方”地区，而在１９９０年这一数字则为５３％②。

如果考虑到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影响的话，南－北

国际移民的数字可能还要更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在２０１１年《国际移徙展望》中公布的数据已经证

实，２００８年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发达国

家国际移民的增加速度。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经合组

织成员国接纳的长期移民数减少６％，而短期劳动

力迁移减少４％。并且，从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的数

据来看，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数量进一步减少，２０００

年至２００５年期间国际移民的总人数增加１２８０万

人，而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增加的人数则为１０５０

万人③。可以说，南－北移民人数已超过南－南移

民而成为国际移民发展的一个新趋势，这在某种意

义上说明国际移民研究的重点是南－北移民。

与之相关，移民研究正在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

的热点，甚至在不同学科和理论的交汇与融合中逐

渐生成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移民

学。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劳动力

市场的分割以及移民的社会网络等概念框架已经进

入移民理论的核心，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主流范式，

但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国家在国际移民中扮演的角

色以及移民输入国宏观的移民政策对于移民取向、

规模和社会融入的影响等。本文试图以制度主义作

为切入点建构移民政策的分析维度。

二
　　现代意义上的移民研究源于英国地理

学家欧内斯特·莱文斯坦对移民及其规律

的“一般性研究”④。从近３０年来学术界

对移民问题的研究来看，涉及地理学、人口学、人类

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

科。其中，地理学主要关注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及

其一般性规律；人口学旨在讨论移入地和移出地的

人口分布状况及其人口迁徙的变迁规律；人类学偏

向于探讨移民族群的文化冲突、融合以及认同等问

题；历史学则侧重于分析人口迁移的过程，进而梳理

移民史；经济学倾向于解释人口的迁移动因以及对

移入地和移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法学则着眼于检

讨各国法律、法规对于移民的控制及其可能引发的

国际移民问题；政治学比较关心“弹性公民”的社会

事实以及作为移民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社会

学则重点考察移民社会的构成以及移民群体与社会

发展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先后形成了以拉里·萨

斯塔（Ｌａｒｒｙ　Ｓｊａａｓｔａｄ）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理论、以奥迪·斯塔克（Ｏｄｅｄ　Ｓｔａｒｋ）为代表的新经

济移民理论、以迈克尔·皮奥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ｏｒｅ）为

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阿金·马博贡耶

（Ａｋｉｎ　Ｍａｂｏｇｕｎｊｅ）为代表的移民系统理论以及以

佩吉·莱维特（Ｐｅｇｇｙ　Ｌｅｖｉｔｔ）和妮娜·希勒（Ｎｉｎａ

Ｇ．Ｓｃｈｉｌｌｅｒ）为代表的跨国主义移民理论等不同的

移民理论。无疑，这些研究在论题上不仅可以极大

地丰富有关跨国迁移的成因及其社会后果的分析与

解释，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对于拓展移民研究的既

有框架也极有助益，还将不断推动着社会科学研究

者探索“移民学”。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过于关注影响移民的

社会网络及其社会后果的中观和微观社会机制与因

素，而忽视了国家及其宏观的移民政策的影响。迈

克尔·泰特尔鲍姆在检讨以往的移民理论时也发

现，移民理论家在研究复杂的移民问题时通常容易

忽视政治因素的影响⑤。不管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学派还是新经济移民理论学派，他们一致强调移民

是国家或地区间工资的差别引起的，只要两个国家

或地区间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势差，一定会引发移

民浪潮。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个人最大

效用原则”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后者则更倾向于将

家庭而不是个人视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主体。至于

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上的差别，则主要是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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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在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的“双重劳动力

市场”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

动力。而国家的干预则只能扭曲“移民市场”，甚至

带来消极的后果。其实，完全离开国家（包括移民输

入国、输出国和过境国）的控制，纯粹由市场决定的

移民是不存在的。移民系统理论以及跨国主义移民

理论与之不同，虽然考虑到宏观移民制度对于跨国

移民的影响，但更多强调的是“跨国家庭”、“跨国社

会空间”、“跨国社会结构”以及“跨国社会网络”等对

民族国家支配性权力的挑战和消解。当然，笔者并

不是完全否定以往国际移民理论的贡献，而是更为

强调移民政策在国际移民中的重要地位。进而言

之，世界体系理论在宏观层面上深刻地揭示出国际

移民的全球性社会、经济根源；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则探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吸收外来移民的

社会结构性动因；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新经济移

民理论在微观层面对个人与家庭的移民动机给予多

方面的分析；跨国主义的移民理论则证明，移民实践

一旦成功，作为社会资本的移民网络一旦建成，便会

产生累积效应，使人口的国际流动获得自主性的

动力①。

其实，早在１９８８年，金斯利·戴维斯已经指出：

“移民是政策的产物。”②换言之，移民制度或政策几

乎对国际移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一旦实施严格的国际移民准入政策，移民将无法通

过合法的渠道进入目的地国，而不得不采用其他非

正常途径进入，直接导致大量非法移民的产生。有

研究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有

４５００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不少人因无法在国内

就业而流向国外，其中又以非法移民的增长速度最

快。在２０年前，进入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只占移民

总数 的 ２０％，近 年 来 这 一 比 率 则 高 达 ３３％

～５０％③。

与学术研究的情况相反，移民政策的制定者和

执行者非常重视移民政策对于人口国际迁移的影

响，他们甚至以为对待移民可以像摆弄水龙头开关

一样方便④。格雷姆·雨果的早期研究表明，在

１９７０年以前，大部分国家并不关心国际移民问题，

全球大约只有６％的政府对移民实行限制政策⑤。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到

国际移民的公民权、社会融入等问题，试图通过严格

的准入政策限制国际移民流入。９０年代中后期以

来，部分国家逐渐认识到国际移民对于本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引导。不过，移民接

受国的政策是具有选择性的，大多数国家倾向于接

纳科学技术部门所需要的人才和劳工短缺部门的劳

动力⑥。因此，忽视国家的作用和移民制度或政策

的影响是无法解释国际移民的历史和实际发展状况

的。基于此，著名的移民研究学者詹姆斯·霍利菲

尔德呼吁，与全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的研究相

比，国家在人口跨界迁移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更值得

关注⑦。在此意义上，宏观的移民制度或政策应当

成为当前国际移民研究的中心议题。

三
　　如前所述，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应当把

移民政策置于分析的中心。不过，值得追

问的是，移民政策的分析如何展开？从社

会政策研究的历程来看，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针

对某些社会问题展开调查，进而积极倡导政策的改

变。在此过程中，虽然形成了社会政策的一些基本

概念范畴，但大都是碎片化的，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社

会政策的理论脉络。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福利

国家的社会政策陷入困境，社会政策研究开始转向

价值分析和制度分析，前者主要涉及新自由主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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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政治思想史层面的讨

论，而后者则重在考察社会政策的运作逻辑和社会

后果，是一种制度主义的分析。本文限于主题与篇

幅，主要以制度主义为视角，检讨社会政策的分析

维度。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以来，新制度主义在社会

科学研究中兴起，道格拉斯·诺斯建构了新制度主

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西达·司考切波（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出版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代表作《国家与社

会革命》，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撰文宣告政

治学新制度主义的诞生。此后，新制度主义蓬勃发

展，并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得

到广泛的运用。１９９６年，彼得·豪和罗斯玛丽·泰

勒撰文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

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流派①。理性选

择制度主义主要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产权、交

易费用等概念中汲取理论养分，在坚持理性人假设

的同时也强调制度的作用。一方面，既定制度通过

提供某种信息和空间激励或约束理性人的选择范围

和可能条件；另一方面，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

在既定制度约束或激励下采取策略性行动和博弈行

为。而个体之所以受到制度的约束或激励，主要是

因为既定制度所提供的利益较其他制度更大，一旦

利益弱化，这一制度也将呈现变迁之势。社会学制

度主义发端于组织研究，以及对马克斯·韦伯科层

制的反思与批判。在韦伯看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精

细化以及组织规模的扩大，为了保障组织获取最大

的经济效益，一种依职能和职位分工、分层的组织结

构与以正式规则为管理方式的高度理性化体制将产

生，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管理体制。而社会学

制度主义学派除了注意到制度产生和扩展中理性化

的扩张过程之外，还十分重视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组

织场域对制度形成之影响，尤其是认识到文化符号、

仪式象征等的深刻意涵。简言之，社会学制度主义

旨在以组织发展的“社会适应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对抗传统组织理论的“效率逻辑”

或“工具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②。而历史

制度主义则在广泛的意义上考察制度与个人行为之

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和 未 预 期 结 果 （ｔｈｅ　ｕｎ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正如保罗·皮尔

森和司考切波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历史制度主

义具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集中关注那些可以引起

重大结果或令人迷惑的事件；第二，重点突出事件的

背景与变量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序列和位置；第三，

以追寻历史的方式寻求对事件和行为的解释③。

其实，在笔者看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

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区别主要源自于三个流

派对个体行动和制度的假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

调个体行动的理性能力以及对利益的自我认知，并

且能够采取相应的策略获得最大化的利益；社会学

制度主义则认识到个体的理性是有限的，或者是有

可能处于“理性不及”（ｎｏ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的状态，并不知

道个体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最后的抉择也不一定是

最佳的；而历史制度主义认为特定的意义框架、制度

环境、行为规范可以透过社会化过程对个体行动产

生重要的影响，而个体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也能够从

相关的历史情境中获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旨在说

明制度的外在约束属性，社会学制度主义则重在揭

示出先验的、特定的文化模式对于制度的影响；而历

史制度主义试图将制度置于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之

中，以制度与行为之间的互动考察制度变迁过程中

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④。在此意义

上，移民政策的分析维度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首先，从问题关怀来看，本文旨在重新理解移民

准入政策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于国际移民取

向、规模和社会融入的影响，以及移民政策的运作逻

辑和社会后果，以期将移民政策作为国际移民研究

的中心。一方面，既需要考察移民准入政策及其相

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移民进入目的地国并且实现

社会融入等的限制，也必须注意到移民作为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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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主体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制度环境。英国学者斯

蒂芬·卡斯尔在批评欧美的移民政策时指出，移民

政策的失败不是因为移民政策难以推行，而是在于

政策制定者忽视了千百万移民及其家庭改善自身处

境的自主力量，并不了解国际移民自身内在的机制

和动力①。以美国为例，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大批越

南人逃往海外，老挝和柬埔寨也有大量居民出逃，在

美国形成规模庞大的东南亚难民潮。此后，美国国

会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严格移民入境及申请

归化的资格审查，并对移民入境后的就业进行严格

的管理，从而达到限制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目的。

进入２０００年以来，非法移民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味

的限制与排斥并没有获得良好的效果。从２００６年

３月开始，围绕美国１２００万非法移民去留问题，移

民和非法移民举着“我们也是美国人”的标语在美国

主要城市如华盛顿、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地游行。

移民的抗议示威活动，促使参议院加快立法步伐。

另一方面，既应当讨论制度与行为互动过程中的各

种因果关系，也不能忽视制度的惯性。具体来说，以

一种放大的历史视角将移民政策置于独特的时代背

景之下，进而关注政策与移民行为之间的互动。之

所以采取长时段的分析，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移民政策是具有惯性的，某些重要条件和背景的变

化往往是非常缓慢的，是一种微量增加的过程，需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某种重要结果。并

且，即使能够在短时段内找到影响因素，但是这些或

许只是一些变量之间的偶然聚合，变量与结果之间

并不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因果关系。以法国为例，

１９９２年人民运动联盟党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新任内

政部长在１９９３年６月公开提出法国已不再是一个

移民国家，力争实现“零移民”的目标。１９９７年，社

会党在法国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在１９９８年春推出

“舍维内芒法”，允许符合法籍人士的正式配偶、在法

国出生的孩子的父母、能够证明已在法国居留十年

以上等条件的无证件者可以申请“身份合法化”。

２００６年５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由萨科齐提交的一

项旨在加强移民控制的法案，提出变“被动接受移

民”为“主动选择移民”的主张，对高学历、高技术移

民进行有选择的接纳②。或许从某一较短的时间周

期来看，法国的移民政策是具有适应性的，但是如果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的长时段观察，可以说它又

是一种限制性的移民政策。

其次，从可获得的文献资料来看，大多是主要移

民输入国的移民政策文本。可以说，时间序列上的

演变轨迹以及各个国家移民政策的异同，对于考察

移民政策与移民及其社会融入的诸种复杂关系特别

重要。布兰德·阿利将制度变迁过程分为制度存续

的“正常时期”（ｎｏｒｍ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和制度断裂的“关

键性节点”（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ｕｎｃｔｕｒｅｓ）③。一般来说，正常

时期的制度变迁是一种路径依赖式的，制度与外在

环境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平衡。在制度断裂的“关

键性节点”上，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冲突力量得以释

放，制度变迁成为可能，而制度变迁的方向则取决于

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一旦某一制度得以正式确

立，制度的优势会以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巩固和强化，

直至制度断裂的“关键性节点”的到来。因此，在分

析移民政策的历史时，更应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分

析，寻找历时性因果关系。

至于各个国家移民政策的异同，可以以一种比

较历史学的研究来展开。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比较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

学科的研究方法，其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也已得到

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④。比如，对美国和加拿大

的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两国均属

于较发达的“北方”地区，在国际移民组织历年来发

布的全球移民报告中位列发达国家之中；第二，两国

同处于国际五大移民体系中的北美体系，移民输入

数量远远多于输出数量；第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来，两国的移民政策先后经历从自由放任、限制排斥

到适应融合的发展过程，虽采取的具体政策不同，但

均取得明显的效果；第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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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移民、难民、反移民等问题凸显，两国在努力回应

和解决这些问题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为

未来全球移民治理指出了发展方向。但是，从目前

国内学界的研究来看，比较分析并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因此，本文也希望藉此唤起国内学人对比较分

析方法的关注。

从欧美国家的实践来看，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

个从“熔炉论”到“文化多元论”的发展过程。１７８２

年，法国裔美国学者埃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

形象地提出 “熔炉论”，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

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

“美国人”。１９１５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

撰文批评“熔炉论”，认为族群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祖

先、血缘和家族关系，是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进而

提出“文化多元论”的观点。其实，在笔者看来，不管

是“熔炉论”还是“文化多元论”，都应当意识到移民

的社会融入不再是输入国对外来移民居高临下的单

向要求，也不是移民作为外来者和边缘人必须遵从

输入国的社会政策，而是移民与移入国之间的双向

互动过程。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由

此构成未来有关这一议题研究的重要方向。而加强

这一议题的研究，更需要强化以政策为导向的移民

研究，通过移民政策的细化，把移民的社会适应和再

结构化带入新的实践。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

‘城市病’研究”（项目号：１１ＪＺＤ０２８）暨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

活调查研究”（项目号：１２＆ＺＤ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文　军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

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黄　锐　华东师

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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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８页）的转移上，显然也是不彻底的，这种
转移只能是一种相对转移，即它必然会被控制在资

本统治的限度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三部门的

就业是不可能全部吸收那些被机器排挤掉的劳动力

的。此外，从当下中国现实来看，他的这些主张只是

根据少数发达国家的现状而做出的一种预测，对于

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而言，根本不具有

可行性。

最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真的会带来一种洲际化、

共享式的合作经济吗？里夫金显然忽视了资本的建

构作用。这种能源革命必然是在资本的主导下发生

的，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网络化的形式，必然会进

一步加剧资本对能源的控制，这又为一种新形式的

资本霸权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提供了更为便利

的手段和舞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里夫金认为，随

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单一的国家体制必然会

被洲际化联盟所取代，这一判断显然过于简单了。

面对同样的情形，哈特和奈格里走向了“帝国”，而戴

维·哈维则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他们无疑要比

里夫金深刻得多。所谓洲际化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

象，其背后的根基依然是那种岿然不动的资本霸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再研究”（项目号：

１２ＣＺＸ００２）暨南京大学文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实证

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反思”（项

目号：１１ＺＸＺ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孙乐强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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